
  

【摘   要 】  本文基于全球 95 个经济体 1990-2020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系统考察了经济开放、金融开放对双支柱政策调控效应的影
响。实证结果表明：从主效应的角度，双支柱政策确实能够
在产出稳定、物价稳定、信贷稳定和资产价格稳定上发挥逆
周期的调控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共同稳定；但
从调节效应的角度，随着经济和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双支
柱政策的调控效应在不同条件下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中低程度的开放水平下，双支柱政策
通过适度的力度搭配就能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共同稳定；而在
较高的开放水平上，宏观审慎政策由于面临较强的负向调节
效应，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和金融开放程度的上升，宏观审慎
政策可能需要相对更大的实施力度来实现金融稳定。本文的
分析结论不仅为理解双支柱政策在开放条件下的调控效应及
其政策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经验证据，同时启
示我们：双支柱政策的实施力度和组合模式的选择需要与一
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开放程度予以结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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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全球 95 个经济体 1990-2020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经济开放、金融开放

对双支柱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主效应的角度，双支柱政策确实能够在产出稳定、物价

稳定、信贷稳定和资产价格稳定上发挥逆周期的调控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共同稳定；但从调

节效应的角度，随着经济和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双支柱政策的调控效应在不同条件下均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下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中低程度的开放水平下，双支柱政策通过适度的力度搭配就能实现经济和

金融的共同稳定；而在较高的开放水平上，宏观审慎政策由于面临较强的负向调节效应，这意味着随着经

济和金融开放程度的上升，宏观审慎政策可能需要相对更大的实施力度来实现金融稳定。本文的分析结论

不仅为理解双支柱政策在开放条件下的调控效应及其政策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经验证据，同

时启示我们：双支柱政策的实施力度和组合模式的选择需要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开放程度予以结合考

虑。 
【关键词】双支柱政策  经济开放  金融开放 

 

 

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性金融开放取得了重大进展。然

而，在冷战思维影响下，西方世界以加征不合理关税、实施无端制裁、控制金融机构行为等方式加剧了世

界经济金融活动的摩擦，世界范围内经济金融形势恶化，中国的经济开放与金融开放面临新的挑战。在此

背景下，2020 年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同样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对当下的宏观调控政策

提出了更高要求，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更好地平衡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经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而双支

柱政策作为宏观调控领域最重要的政策抓手之一，我们有必要对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双支柱政策调控效

应之间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基于 95 个经济体 1990-2020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系统

考察经济开放、金融开放对双支柱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并尝试讨论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双支柱政策的

协调搭配问题。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框架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兼顾经济稳定和

金融稳定的重要手段（范小云和王道平，2012；Kim and Mehrotra，2017）。双支柱政策的有效性在理论层

面上已得到较多文献验证（马勇和姚驰，2022；Greenwood et al，2015），在实证层面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文

献支持（马勇和黄辉煌，2021），但现有文献并未充分讨论经济开放、金融开放对双支柱政策调控效应的

影响，特别是在实证层面上。在经济开放方面，有关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的研究汗牛充栋，也

有不少研究发现经济开放会对金融稳定产生明显的影响（王聪和张铁强，2011）。在此基础上，由于货币

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就业情况，其被广泛认为是中央银行维护经济稳定的重要工

具，因此一支重要的文献是讨论经济开放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经济稳定作用（马勇和陈雨露，2014；Gali and 

Monacelli，2005；Romer，1993）。但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物价稳定被认为是实现经济金融稳定的关

键，而金融稳定问题被长期忽略，因此尽管货币政策也具有金融稳定作用，但已有文献较少专门讨论经济

开放对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作用的影响。同时，经济全球化浪潮与宏观审慎政策推出在时间上的错位，导致

少有专门讨论宏观审慎政策与经济开放的研究。少数有关二者的研究基本是在引入金融开放条件的 DSGE

模型中（Ghilardi and Peiris，2016；Unsal，2011），但这些研究大多未深入讨论经济开放对宏观审慎政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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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影响，这使得经济开放如何影响宏观审慎政策的经济稳定作用和金融稳定作用仍不明确。因此，在经

济开放与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作用、宏观审慎政策经济稳定作用、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稳定作用之间，无论是

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研究空白。 

当前，中国仍处于资本账户渐进式开放的进程中，金融开放问题长期被学术界关注。金融开放的主要

目的是利用金融自由化产生的增长效应，但资本的自由流动令金融开放过程中常伴随着经济金融不稳定。

为应对金融开放后的潜在冲击，近年来的一大重要研究问题是讨论金融开放对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

影响，而这一研究目前主要基于理论模型展开（Korinek and Sandri，2016；Unsal，2011），少有文献利用

大规模的实证数据来系统讨论金融开放对双支柱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并且，由于理论模型中货币政策一

般不直接兼顾金融稳定，因此关于金融开放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金融稳定作用在理论模型中鲜有讨论。同

时，此情景下的宏观审慎政策多是盯住跨境资本流动的跨境宏观审慎政策（温兴春和梅冬州，2020；喻海

燕和赵晨，2022），主要被用于讨论宏观审慎政策与资本管制政策的差异，金融开放对宏观审慎政策调控

效应的影响在理论研究中暂未得到确切的回答。整体来看，已有研究在金融开放与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作用、

宏观审慎政策经济稳定作用、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稳定作用这三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相当程度的研究空白，因

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上述内容进行补充。 

总体来看，现有关于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双支柱政策调控效应的研究较为零散，少有研究对该问题

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且尤其缺少基于可靠数据集开展的实证研究结果。同时，已有的实证研究并未深入讨

论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双支柱政策的协调问题，难以为政策实践提供可靠的建议。有鉴于此，本文基于

95 个经济体 1990-2020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双支柱政策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进行

实证研究。较之已有文献，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包括：（1）本文着重讨论了经济开放、金融开放对双支柱

政策经济稳定作用和金融稳定作用的影响，并且通过使用主体范围广、时间跨度大和政策工具多的数据集，

为双支柱政策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估计结果；（2）本文对开放条件下的双支柱政策调控

效应进行了细致讨论，不仅详细分析了不同侧重目标下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双支柱政策的政策选择方案，

还利用门槛效应分析了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动态变化对双支柱政策调控能力的影响；（3）本文在考虑组合

门槛效应与政策组合效应的基础上，不仅深入分析了不同经济金融开放组合对双支柱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还进一步讨论了不同双支柱政策有效性恢复措施的差异，从而有利于强化对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双支柱

政策调控效应三者关系的理解。概要言之，本文的分析结论不仅为理解双支柱政策在开放条件下的调控效

应及其政策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一些新的经验证据，而且为双支柱政策在开放条件下的实施方式的选择提

供了一些新的启示。 

一、理论分析与实证设计 

（一）理论分析 

1.经济开放削弱双支柱政策调控效应的理论机制 

在经济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不仅需要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形势，还会受

到外部因素的干扰与制约，因此理论上经济开放会削弱双支柱政策的经济稳定作用和金融稳定作用，而这

种削弱主要通过实体经济渠道发挥作用。从产出维度看，随着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出口对一国产出的影

响将显著上升，这意味着国内生产不仅取决于国内需求，还会受到外部需求的影响。当全球经济低迷时，

国内宽松的双支柱政策难以直接刺激国外市场需求并拉动本国出口增长，而当全球经济繁荣时，国内紧缩

的双支柱政策也不能抑制国外市场需求。同时，经济开放使国内产业往往从属国际分工体系，相关产业供

应链调整会冲击国内生产，而这种冲击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国内的双支柱政策。此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

动将通过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两条途径影响产出，而国内的双支柱政策同样难以直接影响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从物价维度看，经济开放使一国物价水平更易受到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的大幅上涨会通过进口渠道迅速传导至国内，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而双支柱政策难以直接影响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此外，海外需求变化也会通过影响国内收入和需求来间接影响物价水平，而双支柱政策也难以

直接调控海外需求。从信贷维度看，经济开放使出口成为拉动信贷需求的重要力量，并削弱了双支柱政策

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引导作用。通过影响企业盈利和居民收入，外需变化可以影响居民信贷需求，进而削弱

双支柱政策的调控效果。同时，紧缩的双支柱政策与旺盛的融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可能催生影子银行，而影

子银行信贷投放的波动同样会削弱双支柱政策的信贷稳定作用。从资产价格维度看，当外需旺盛时，实际

收入的提高将带动居民部门风险偏好上升，进而助推资产价格上涨，此时紧缩的双支柱政策并不能抑制旺

盛的外需；而当外需萎靡时，实际收入的下降令居民投资需求萎靡并导致资产价格承压，而宽松的双支柱



 

政策也难以直接提振居民的资产配置需求。 

2.金融开放削弱双支柱政策调控效应的理论机制 

利率的变动是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动因，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整往往会对利率产生不可忽视

的影响，而金融开放恰恰为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制度条件。因此，在金融开放条件下，跨境资本流

动在理论上会导致双支柱政策的调控效果被削弱。从产出维度看，在经济增长强劲时，紧缩的双支柱政策

会使国内利率水平升高并刺激跨境资本流入，过剩的流动性会抵消其对产出的调控效果。在经济增长疲软

时，宽松的双支柱政策会导致资本流出，反而导致国内信贷供给下降、资产价格下跌，无法有效刺激产出。

此外，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明显溢出效应，压缩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策自主空

间。从物价维度看，若紧缩的双支柱政策刺激了跨境资本流入，货币供给的增加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反而会

加剧通胀压力。反之，若宽松的双支柱政策引发大量资本外流，货币供给收缩和负向财富效应则会加剧通

缩压力。从信贷维度看，当国内的资金价格因紧缩的双支柱政策而上升时，大量跨境资本的流入不仅会直

接增加信贷投放力度，还会通过推高资产价格进一步刺激信贷扩张，反之则有可能导致信贷供给收紧，并

通过资产价格下跌进一步紧缩信贷。此外，金融开放还使企业融资渠道多样化，削弱了双支柱政策对企业

融资的引导作用。从资产价格维度看，当紧缩的双支柱政策刺激跨境资本大量流入时，强劲的资产配置需

求不仅会引发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生的超额回报还会刺激更多的资金绕过监管以获取利润，从而大大削

弱双支柱政策的有效性。类似的，当宽松的双支柱政策引发资本外逃时，投资者会加速抛售资产，从而导

致资产价格下跌，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由于宏观经济变量一般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因此宏观数据间大多存在动态关系，如果在模型中不考虑

这种动态关系，很有可能会产生遗漏变量偏差。因此，本文参考已有文献（马勇和黄辉煌，2021；Alam et 

al.，2019；Cerutti et al.，2017）的做法，使用动态面板模型来考察经济开放、金融开放对双支柱政策调控

效应的影响，同时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以缓解反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基准模

型设定如下： 

, 0 , 1 , 1 , 1 ,2 1 4 , 1 , 1 4 , 1 , 1 , 1 ,1 3 * /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i ty y MP MAP Tr MP Tr MAP Tr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1 , 1 , 1 , 1 4 , 1 , 1 4 , 1 ,1 2 3 1 , 1* / *
i t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y y MP MAP MP Ka MAPK Ka X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个体和时间， ,i ty 表示 i 经济体的变量 y 在 t 时期相较上一期的变动， ,i tTr 表

示经济开放度， ,i tKa 表示金融开放度， ,i tMP 表示货币政策立场， ,i tMAP 表示宏观审慎政策立场， ,i tX 为控制

变量， i 表征国家异质性， ,i t 为残差项。在第五部分，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开放条件下的组合门槛效应和

政策组合效应，用于分析组合门槛效应和政策组合效应的模型设定如下： 

, 0 , 1 , 1 , 1

,

1 2 3 , 1 4 , 1

5 1 5 ,, 1 , 1 , 1 6 , 1 6 , 1 1 , 1 ,1 ,* / * * / *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i t

i t i t

i t i t

y y MP MAP

MP MAP Tr MP Ka MAP X

Tr Ka

T ar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1 , 1 , 1

, 1 , 1

1 2 3 , 1 3 , 1

4 , 1 4 , 11, , 1 , 1 ,

/

* / ** *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i t

i t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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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估计方法上，由于固定效应估计法会产生动态面板偏误，加之跨国宏观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往往不

够长，“小 T 大 N”型面板数据也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且不一致，本文采用系统 GMM 估计方法来缓解这

一问题，并展示 AR（2）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此外，在关于 CPI 增速的相关回

归中，为消除模型二阶自相关性以使模型设定正确，模型中加入了 , 2i tCPI − 。 

（三）变量选取与构造 

1.被解释变量 

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是宏观调控的两大目标，经济稳定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

运行的各项指标（如物价、就业、产出等）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避免出现剧烈波动；而金融稳定

更侧重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整体运行的平稳，体现为金融系统可以有效应对各类风险与冲击，

并保持金融中介功能的正常发挥。 

在经济稳定方面，由于泰勒规则下的货币政策一般盯住产出与通胀，因此一般从产出稳定和物价稳定

两个维度来衡量经济稳定，本文使用实际 GDP 增速与 CPI 增速作为产出水平和物价水平的代理变量。而

在金融稳定方面，已有文献测度金融稳定的方式较为多样，龙海明和吴迪（2022）对金融稳定的测度方式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为了尽可能避免在时空维度上产生样本选择偏误，本文主要采用单一金融风险指

标来衡量金融稳定。与已有文献一致（Cerutti et al.，2017；Fendoğlu, 2017；Ostry et al.，2012），本文使用



 

信贷增速衡量金融系统的顺周期风险积累，以从信贷维度衡量金融稳定。同时，由于银行信用创造过程中

抵押品渠道的存在，金融风险的积累还与抵押品的资产价格密切相关，因此本文还选择实际房价增速，以

从资产价格维度衡量金融稳定。 

2.主要解释变量 

在货币政策方面，政策利率或短期市场利率是常见的货币政策代理变量。为缓解零利率下限约束、及

时体现货币政策变化和控制不同国家货币政策框架与金融体系的差异，本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

员会的做法5，使用短期市场利率作为跨国研究中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短期市场利率上升代表货币政策收

紧，短期市场利率下降代表货币政策放松。在宏观审慎政策方面，本文使用 Alam et al.（2019）提供的跨

国宏观审慎政策数据库（iMaPP）来构建政策虚拟变量，该变量在一国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时被赋值为+1，

而在放松时被赋值为-1。与标准文献做法一致（马勇和黄辉煌，2021；Alam et al.，2019），由于直接使用

政策虚拟变量无法准确体现宏观审慎政策的取向，本文将最近 4 个季度的政策虚拟变量加总结果 itMAP 作为

本季度宏观审慎政策的代理变量。在经济开放与金融开放方面，一般可以根据事实开放水平与法定开放水

平进行测度。事实开放度的测算主要基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数据，而法定开放度的测算主要根据一国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估计所得，两种衡量方式各有优劣并均在文献中广泛使用。考虑到事实开放水平在短期内对

政策调控效果的影响更为主要，本文使用来自 Gygli et al.（2019）计算的事实开放水平作为代理变量。 

3.控制变量 

引入控制变量是缓解内生性问题的有效手段。在跨国面板数据中，由于国家异质性较强，个体固定效

应的纳入可以有效吸收各国在制度方面的异质性，以及其余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同时，由于直接控

制时间固定效应很有可能导致政策效应被错误吸收，进而产生错误的估计结果（Brunnermeier et al.，2020），

与已有文献一致（Galati and Moessner，2018；Nakatani，2020），本文通过引入 CBOE 恐慌指数（vix）来

代替时间固定效应，吸收不随个体变化而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同时，本文参考陈雨露等（2016）的做法，

在模型中引入国内储蓄率（saving）和人口增长率（population）来控制相关因素，以更好地关注经济开放、

金融开放对双支柱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 

当下，跨国宏观实证研究越来越倾向使用包含更广泛经济体的样本，一方面数据可得性的增强使得运

用包含更广泛经济体的样本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使用包含广泛经济体的样本可以显著增强研究的普适性和

稳健性，避免因使用特定样本而产生特定的研究结果。特别是在 IMF 对宏观审慎政策数据库进行更新与完

善后，基于时间跨度长、国家范围广的样本开展更稳健的双支柱政策研究成为可行。尽管 IMF 提供了 134

个经济体的宏观审慎政策数据，但由于其他相关数据的可得性限制，本文最终获得了包含 35 个发达经济

体和 60 个新兴市场经济体 1990 年 1 季度至 2020 年 4 季度的跨国非平衡面板季度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

IMF、BIS、WB、CEIC 和 KOF 瑞士经济研究所（KOF Swiss Economic Institute）。与主流文献做法一致，

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缩尾处理与标准化处理，以缓解异常值影响。 

二、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双支柱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 

（一）基本回归 

为考察双支柱政策在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稳定效应，本部分基于式（1）和（2）设定的

基准模型进行系统 GMM 估计6。在产出稳定上，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对实际 GDP 增速的主效应至少

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经济开放度交乘项的回归系数至少在 5%水平上显著为

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开放度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也至少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双

支柱政策对产出的调控作用将随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而减弱。而在物价稳定上，货币政策、宏

观审慎政策对 CPI 增速的主效应大多显著为负，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经济开放度交乘项的回归系数

至少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开放度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也至少在 5%水平上

显著为正，这同样意味着经济开放与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削弱双支柱政策对 CPI 增速的主效应。 

 
5 参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论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预期传导和政策共振》。 
6 由于篇幅所限，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的基本回归、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二）开放条件下以经济稳定为目标的政策选择 

为提炼开放条件下以经济稳定为目标的政策选择方案，本部分采用 HP 滤波提取实际 GDP 增速和 CPI

增速的周期项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开放条件下双支柱政策在周期不同阶段的效果差异。本部分

采用如下形式的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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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M 表示是否为上行周期，当周期项大于 0 时 BOOM 取值为 1。此时， 4 为下行周期时开放条件

对双支柱政策的调节作用，而 54 + 为上行周期时开放条件对双支柱政策的调节作用。当 4 与 54 + 同号

时， 4 4 5   + 意味着开放条件对双支柱政策的调节作用在下行周期更强，反之则意味着调节作用在上行

周期更强；当 4 与 54 + 异号时，意味着开放条件对双支柱政策的调节作用在上下行周期相反。 



 

表 1 的结果（1）和（2）表明，在产出稳定上，经济开放对货币政策的负向调节作用在产出上行期较弱、

在产出下行期较强，而对宏观审慎政策的负向调节作用则在产出上行期较强、在产出下行期较弱。因此，

为抑制产出过热，政策当局可以优先考虑运用货币政策，并配合经济开放水平的适当降低。降低经济开放

水平不仅可以直接抑制产出过热，还可以提升双支柱政策效果，避免双支柱政策“急转弯”对经济造成额

外影响。而当政策当局希望避免产出过冷时，选择不同的经济开放水平实际上是在选择通过经济开放实现

产出稳定，还是通过双支柱调控来实现产出稳定。在产出下行时，解决需求不振一般是宏观政策发挥作用

的重要前提。在存在旺盛海外需求的情况下，提高经济开放水平可以有效提振产出，但在海外需求不振时，

运用双支柱政策来实现经济稳定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但由于双支柱政策更多针对供给侧，往往还需要财政

政策配合。在中国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运用庞氏融资能力产生了类似双支柱政策和

财政政策配合的“宽信用”效果，从而降低了经济波动（马勇和章洪铭，2023）。当下，我国经济正处于

“三重压力”和“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稳增长”是当前宏观政策的重要目标。但在海外需求同样低

迷的背景下，当下的政策选择应更加注重国内政策的发力，上述研究结果为当前中国采取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的“双循环”战略提供了实证支持。 



 

表 1 的结果（3）和（4）表明，经济开放对双支柱政策物价稳定的负向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于物价上行期，

而在物价下行期没有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因此，为稳定物价水平，政策当局同样可以考虑适当调整经济

开放水平。调整经济开放水平意味着调整本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关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国际产品

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在物价上行期，经济开放水平的适当降低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弱化国际价格水平上

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同时其对双支柱政策的负向调节作用将被弱化。而在物价下行期，如果可以通过增

加商品出口缓解生产过剩带来的通缩压力，那么通过提升经济开放水平来避免通货紧缩是一个有意义的选

择，否则降低经济开放水平以增强双支柱政策效力可能更加合适。在现实中，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出现了经济增速下滑、消费需求不振和通货紧缩问题，加入 WTO 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扭转该情况的重要因

素之一，这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事实证据。 



 

表 1 经济开放条件下，双支柱政策的产出稳定效应和物价稳定效应（区分周期） 

 产出稳定 物价稳定 

 （1） （2） （3） （4） 

L.MP -0.1588*** -0.4028*** -0.0904*** -0.0325* 

 (0.0306) (0.0630) (0.0320) (0.0167) 

L.MAP -0.0246** -0.1904*** -0.0111** -0.0279*** 

 (0.0100) (0.0627) (0.0054) (0.0094) 

L.Tr 0.0906*** 0.1343* 0.0931*** 0.0602*** 

 (0.0348) (0.0750) (0.0253) (0.0167) 

L.Tr* L.MP 0.2220***  0.0309  

 (0.0533)  (0.0376)  

L.Tr* L.MP*L.BOOM -0.1717**  0.1797***  

 (0.0756)  (0.0656)  

L.Tr* L.MAP  0.1826**  0.0218 

  (0.0717)  (0.0145) 

L.Tr* L.MAP*L.BOOM  0.1738***  0.0392* 

  (0.0615)  (0.02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735 6735 7297 7297 

N_group 85 85 87 87 

AR(1)_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R(2)_p 0.4221 0.5156 0.8115 0.5477 

Hansen_p 0.4677 0.1808 0.2779 0.4787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 2 的结果表明，金融开放对双支柱政策产出稳定和物价稳定的负向调节作用在上行期会明显加强，

这意味着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会显著削弱双支柱政策的经济稳定作用。显然，政策当局不应该允许大规模资

本流动的出现，尤其需要防范大规模“热钱”在产出上行期和物价上行期内涌入。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当

局要“因噎废食”，而应该更加审慎地把握金融开放的程度。正如 McKinnon（1993）所表明的，金融开放

的前提是要有较为稳定的宏观经济和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

不仅会直接影响经济稳定，还会削弱双支柱政策调控作用，这意味着如果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情况不佳的情

况下进行金融开放，经济体可能因无法承受和无法化解潜在风险而产生剧烈波动。换而言之，当需要运用

双支柱政策工具来稳定国内经济情况时，政策当局应当尽量降低金融开放水平。 

表 2 金融开放条件下，双支柱政策的产出稳定效应和物价稳定效应（区分周期） 

 产出稳定 物价稳定 

 （1） （2） （3） （4） 

L.MP -0.5206*** -0.0845*** -0.1385*** -0.0216* 

 (0.1043) (0.0296) (0.0464) (0.0117) 

L.MAP -0.1000*** -0.5251*** -0.0068* -0.1104*** 

 (0.0309) (0.1424) (0.0036) (0.0417) 

L.Ka -0.3645** -0.3372** 0.0633 0.0559 

 (0.1677) (0.1711) (0.0625) (0.0397) 

L. Ka * L.MP 0.2202**  0.1041**  

 (0.1062)  (0.0511)  

L.Ka* L.MP*L.BOOM 0.2676**  0.1590***  

 (0.1266)  (0.0508)  

L. Ka * L.MAP  0.3177**  0.0837** 

  (0.1260)  (0.0409) 

L.Ka* L.MAP*L.BOOM  0.2614***  0.0665*** 

  (0.0520)  (0.022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735 6735 7297 7297 

N_group 85 85 87 87 

AR(1)_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R(2)_p 0.2290 0.8067 0.7006 0.9227 

Hansen_p 0.1142 0.4574 0.6294 0.8922 

 



 

（三）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使用国家治理水平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并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使用政

策利率与 MCI 指数作为货币政策测度；（2）使用不同类型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作为宏观审慎政策测度；（3）

使用法定开放度作为开放水平的测度。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三、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 

（一）基本回归 

为考察双支柱政策在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效应，本部分同样基于式（1）和（2）设

定的基准模型进行系统 GMM 估计。在信贷稳定上，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对信贷增速的主效应至少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经济开放度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1%、5%水平上显

著为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开放度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经

济开放与金融开放会削弱双支柱政策的主效应。在资产价格稳定上，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对实际房价

增速的主效应显著为负，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经济开放度交乘项的回归系数至少在 10%水平上显著

为正，而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开放度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也至少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同样

意味着经济开放与金融开放会削弱双支柱政策的主效应。 

（二）开放条件下以金融稳定为目标的政策选择 

为提炼开放条件下以金融稳定为目标的政策选择方案，本部分同样采用 HP 滤波提取信贷增速和实际

房价增速的周期项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基于式（5）和（6）检验开放条件下双支柱政策在周期不同

阶段的效果差异。



 

表 3 的结果（1）和（2）表明，在信贷周期上行时，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削弱双支柱政策的效果。因此，

在避免信贷过度扩张的调控目标下，政策当局需考虑适当降低经济开放水平。而在信贷周期下行时，经济

开放水平的提高反而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但会削弱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因此，在避免信贷萎缩和

严重金融去杠杆的调控目标下，政策当局可以更多依靠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并适当提高经济开放水平以增

强货币政策效果。这种增强可能源自本币贬值对出口的刺激，出口增加会带动国内生产并增加信贷需求，

从而产生信贷稳定效应。从结果（3）和（4）来看，在资产价格周期上行时，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削弱

货币政策的效果，但反而会增强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会促使企业增加

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将信贷资金从房地产市场分流至实体经济中，这相当于在宏观审慎政策限制信贷资金

供给的基础上，进一步限制了信贷资金的用途，从而增强了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效果。因此，在避免资产

价格过快上涨的调控目标下，政策当局可以更多依靠宏观审慎政策，此时也可以更加自由地调整经济开放

水平。如需要使用货币政策，政策当局可能需要考虑适当降低经济开放水平。在资产价格周期下行时，经

济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削弱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因此，在避免资产价格崩溃的调控目标下，政策当局一方

面可以适当降低经济开放水平，避免宏观审慎政策失效，另一方面可以考虑优先使用货币政策。 

表 4 的结果（1）和（2）表明，在信贷周期上行时，降低金融开放水平有利于降低其对双支柱政策的

负向调节作用。这与现实情况一致，当一国金融形势较好时，政策当局往往还会强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

管，以避免热钱大量流入。因此，在避免信贷过度扩张的调控目标下，政策当局最好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

的监管以强化双支柱政策的调控效果，进而根据本国情况选择双支柱政策组合。而在信贷周期下行时，提

高金融开放会削弱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但似乎可以通过加强货币政策效果以改善金融形势。然而，金融

开放水平大幅提高与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金融形势改善，本质是流动性宽松产生的金融泡沫，金融泡沫一

旦破裂会对经济金融体系产生严重伤害。总体上看，政策当局不应在信贷周期下行时大幅提高金融开放水

平，反而需要加强资本管制，谋求其他手段来避免产生严重的金融去杠杆。从结果（3）和（4）来看，金

融开放对双支柱政策的负向调节作用在资产价格上行周期和下行周期没有明显差异，较高的金融开放水平

在不同时期均会大幅削减双支柱政策的主效应。因此，无论在资产价格的上行周期还是下行周期中，都不

应该盲目增加金融开放水平，而应该根据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金融开放水平，在有条

件和有节制的金融开放下充分发挥外部资本的正向影响，同时通过双支柱政策来控制和减轻可能伴随而来

的风险。 

 



 

表 3 经济开放条件下，双支柱政策的信贷稳定效应和资产价格稳定效应（区分周期） 

 信贷稳定 资产价格稳定 

 （1） （2） （3） （4） 

L.MP -0.1327*** -0.0410** -0.1141*** -0.1102*** 

 (0.0497) (0.0192) (0.0366) (0.0224) 

L.MAP -0.0180** -0.0531*** -0.0727*** -0.0596** 

 (0.0084) (0.0182) (0.0172) (0.0292) 

L.Tr -0.0323 -0.0162 0.0008 -0.0478 

 (0.0538) (0.0301) (0.0575) (0.0555) 

L.Tr* L.MP -0.2193**  -0.0851  

 (0.1044)  (0.0813)  

L.Tr* L.MP*L.BOOM 0.6712***  0.4276***  

 (0.1298)  (0.1565)  

L.Tr* L.MAP  0.0497*  0.1446*** 

  (0.0255)  (0.0498) 

L.Tr* L.MAP*L.BOOM  0.0247  -0.1832** 

  (0.0425)  (0.076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024 6024 4489 4489 

N_group 86 86 60 60 

AR(1)_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R(2)_p 0.9631 0.8181 0.3578 0.2693 

Hansen_p 0.1064 0.2467 0.6495 0.4569 

 

表 4 金融开放条件下，双支柱政策的信贷稳定效应和资产价格稳定效应（区分周期） 

 信贷稳定 资产价格稳定 

 （1） （2） （3） （4） 

L.MP -0.1411** -0.1753*** -0.7444*** -0.3163*** 

 (0.0659) (0.0344) (0.1720) (0.0731) 

L.MAP -0.0147* -0.1674** -0.0326*** -0.3575** 

 (0.0085) (0.0686) (0.0112) (0.1716) 

L.Ka -0.0014 0.1317* -0.0117 -0.1717 

 (0.0737) (0.0705) (0.1405) (0.1870) 

L. Ka * L.MP -0.2554**  0.5764***  

 (0.1296)  (0.1790)  

L.Ka* L.MP*L.BOOM 0.6952***  -0.0932  

 (0.1382)  (0.2116)  

L. Ka * L.MAP  0.2275***  0.3470** 

  (0.0679)  (0.1666) 

L.Ka* L.MAP*L.BOOM  -0.1402***  -0.1006 

  (0.0483)  (0.08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024 6024 4489 4489 

N_group 86 86 60 60 

AR(1)_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R(2)_p 0.1108 0.7438 0.9300 0.9395 

Hansen_p 0.4688 0.1438 0.2169 0.1527 

 

结合第三部分的分析，本文尝试提炼在经济金融开放条件下的政策选择方案。对于经济开放而言，在

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下，政策当局在上行周期中不仅可以选择收紧双支柱政策，在必要时还可

以降低经济开放程度进行配合；而在下行周期中，由于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削弱双支柱

政策的效果，此时政策当局需要选择是主要通过经济开放还是双支柱调控来改善宏观经济形势，这一选择

取决于经济开放是否可以带来强劲的海外需求。而对于金融开放而言，不论经济金融体系处于何种周期阶

段，政策当局都应当对金融开放的选择保持慎重，尤其要对程度较高的金融开放保持高度警惕。换而言之，

金融开放不应成为调节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手段，恰恰相反，在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稳定或双支柱政策

具有较强调控能力时，金融开放才应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择。一般情况下，保持较高水平的资本管制更加

有利于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并且此时双支柱政策遭受的负向调节效应较弱，其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

可以成为政策当局的重要抓手。 



 

（三）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使用国家治理水平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并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使用政

策利率与 MCI 指数作为货币政策测度；（2）使用不同类型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作为宏观审慎政策测度；（3）

使用法定开放度作为开放水平的测度；（4）采用金融稳定指数作为金融稳定测度。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与

基本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四、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双支柱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在前文中分别讨论了双支柱政策在经济金融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稳定效应和金融稳定效应，并初步

讨论了经济金融开放政策与双支柱政策的组合选择问题。然而，由于经济金融开放程度会影响双支柱政策

的调控效力，开放政策与双支柱政策进行组合的前提应当是政策有效，因此有必要从不同角度讨论经济金

融开放与双支柱政策的有效性。 

（一）单一门槛效应 

一般而言，双支柱政策需要同时兼顾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由于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的变动将同

时影响双支柱政策的产出稳定效应、物价稳定效应、信贷稳定效应和资产价格稳定效应，因此本文首先尝

试在双目标下讨论双支柱政策的有效性。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将基于式（1）和（2）所设定的模型视作线

性门槛模型，根据基本回归结果计算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稳定效应的经济开放门槛值与金融开放门

槛值，表 5 展示了门槛值的计算结果。当经济开放水平和金融开放水平小于门槛值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

慎政策有效。 

从单一门槛效应来看，经济开放的逐步提升将首先令货币政策物价稳定能力失效，进而带来宏观审慎

政策信贷稳定能力的丧失，此时货币政策的信贷稳定作用也在濒临失效的边缘，但当经济开放水平较高时，

货币政策仍可能具有产出稳定能力和资产价格稳定能力。而金融开放的逐步提升将首先令货币政策物价稳

定能力失效，进而导致双支柱政策基本丧失物价稳定能力和信贷稳定能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货币

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四个维度上的金融开放门槛值大多较为接近，金融开放水平的选择不当有可能直接

导致双支柱政策失去绝大部分的调控能力。 

 
表 5 双支柱政策经济金融稳定效应的单一门槛值 

  产出稳定 物价稳定 信贷稳定 资产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 
经济开放门槛值 1.6545 0.5000 0.9424 2.9806 

金融开放门槛值 1.0448 0.4238 0.8889 1.6696 

宏观审慎政策 
经济开放门槛值 1.0458 0.8710 0.8421 1.1860 

金融开放门槛值 1.2769 0.9938 1.0236 1.1383 

 

（二）组合门槛效应 

在前文分析中，本文发现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对双支柱政策的调控作用均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

（即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而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的选择有可能并不独立，经济金融不

同开放程度的组合可能会对双支柱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同时刻画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对双

支柱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为此，本文参考王曦等（2021）的方法设计组合门槛模型（式（3）），同时考

察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对双支柱政策的影响，结果如表 6 和



 

表 7 所示。 

表 6 和



 

表 7 结果表明，对于双支柱政策的产出稳定效应和信贷稳定效应，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存在明显的组合门

槛现象，并会对双支柱政策的主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而对于物价稳定效应和资产价格稳定效应则不存

在明显的组合门槛现象，主要体现为金融开放的单一门槛效应。为了更直观地体现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对

双支柱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根据组合门槛模型的结果，本文进一步绘制了双支柱政策产出稳定效应和信

贷稳定效应的有效边界，结果如图 1 所示。 

在图 1 中，由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本身主效应的差异，以及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门槛效应的不

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边界在图中形成四个区域。可以看出，一个经济体如果要同时追求高

水平的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就要面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失效的局面。而一个经济体如果希望双支

柱政策均有效，在经济开放水平和金融开放水平中至少有一个需保持在中低水平。利用中国 2020 年的开

放度数据进行测算可以发现，中国的双支柱政策在产出稳定上处于双有效的状态，而在信贷稳定上临近宏

观审慎政策失效的边界。由于不同国家双支柱政策的真实主效应和门槛效应并不直接等于本文的估计结

果，图中位置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双支柱政策的有效性，但我们应当对临近边界的情况保持警惕。 

本文进一步尝试分析如何令双支柱政策恢复有效。直观来看，要令双支柱政策恢复有效可以从三个方

面入手，分别是增强主效应、调整经济金融开放水平和削弱调节效应。毫无疑问，增强双支柱政策的主效

应可以有效提升政策有效性（体现为直线往外移动），这依赖于构建畅通的政策传导过程以及搭建更加完

善的金融体系。在调整经济金融开放水平上（图 2），由于金融开放对宏观审慎政策的负向调节作用比经济

开放对宏观审慎政策的负向调节作用强得多，导致宏观审慎政策线在产出稳定和信贷稳定中都较为平坦，

因此降低金融开放水平的方式更有利于避免宏观审慎政策失效。而不论在产出稳定还是在信贷稳定上，经

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对货币政策的负向调节作用差异较小，因此降低经济开放或金融开放都可以较为有效地

避免货币政策失效。而在削减调节效应上（以削减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对宏观审慎政策信贷稳定效应的负

向调节效应为例，图 3）7，削弱经济开放调节效应将带动曲线绕点（0，主效应/金融开放调节效应）逆时

针旋转，而削弱金融开放调节效应将带动曲线绕点（主效应/经济开放调节效应，0）顺时针旋转，这意味

着削减调节效应的效果依赖于经济体的经济开放状态和金融开放状态。与直觉一致，削弱经济开放的调节

效应更有利于经济开放水平高的经济体，而削弱金融开放的调节效应更有利于金融开放水平高的经济体。 

 
表 6 经济金融开放条件下，双支柱政策的组合门槛效应（经济稳定） 

 产出稳定 物价稳定 

 （1） （2） （3） （4） 

L.MP -0.1884*** -0.0532* -0.0572* -0.0064 

 (0.0710) (0.0293) (0.0316) (0.0252) 

L.MAP -0.0302** -0.2554*** -0.0060* -0.2196*** 

 (0.0137) (0.0890) (0.0035) (0.0714) 

L.Tr 0.0409 0.0326 0.0160 0.0293 

 (0.0417) (0.0535) (0.0236) (0.0595) 

L.Tr* L.MP 0.1617***  0.0265  

 (0.0520)  (0.0248)  

L.Tr* L.MAP  0.1016**  0.0230 

  (0.0400)  (0.0211) 

L.Ka -0.0931 -0.2436* 0.0415 0.0927 

 (0.1028) (0.1432) (0.0368) (0.0851) 

L. Ka * L.MP 0.1510*  0.1074**  

 (0.0907)  (0.0425)  

L. Ka * L.MAP  0.2084**  0.2029*** 

  (0.0867)  (0.07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735 6735 7297 7297 

N_group 85 85 87 87 

AR(1)_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R(2)_p 0.1482 0.8458 0.5359 0.8175 

Hansen_p 0.2203 0.9004 0.8169 0.3774 

 

 
7 为避免调节效应出现符号变化，本处令调节效应减少为原来的 80%。 



 

表 7 经济金融开放条件下，双支柱政策的组合门槛效应（金融稳定） 

 信贷稳定 资产价格稳定 

 （1） （2） （3） （4） 

L.MP -0.1587*** -0.0747*** -0.3382*** -0.2155*** 

 (0.0508) (0.0285) (0.0985) (0.0454) 

L.MAP -0.0099* -0.2641*** -0.0209*** -0.2529** 

 (0.0056) (0.0777) (0.0072) (0.1288) 

L.Tr 0.0485 0.0079 -0.0679 -0.0446 

 (0.0372) (0.0395) (0.0616) (0.0417) 

L.Tr* L.MP 0.1279***  0.0156  

 (0.0438)  (0.0674)  

L.Tr* L.MAP  0.0437*  0.0139 

  (0.0234)  (0.0253) 

L.Ka 0.0614 0.0220 -0.0785 -0.1649 

 (0.0815) (0.0698) (0.1225) (0.1145) 

L. Ka * L.MP 0.1029*  0.2080*  

 (0.0582)  (0.1197)  

L. Ka * L.MAP  0.2247***  0.2131* 

  (0.0756)  (0.12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024 6024 4489 4489 

N_group 86 86 60 60 

AR(1)_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R(2)_p 0.8027 0.5745 0.9603 0.9283 

Hansen_p 0.7873 0.3052 0.4280 0.7664 

 

  
（a）产出稳定 （b）信贷稳定 

图 1 双支柱政策稳定效应的组合门槛图 

 

  
（a）产出稳定 （b）信贷稳定 

图 2 双支柱政策稳定效应的组合门槛图（降低开放度） 

 



 

  
（a）降低经济开放调节效应 （b）降低金融开放调节效应 

图 3 双支柱政策稳定效应的组合门槛图（降低调节效应，以信贷稳定效应为例） 

 

（三）政策组合效应 

本部分基于式（4）探讨在考虑组合效应后双支柱政策调控效应的有效性，结果如表 8 和



 

表 9 所示。同时，为了更好地展现与分析双支柱政策的总效应，本文将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的 25%、50%

和 75%分位数作为高中低三种开放水平的取值，绘制了双支柱政策在四个维度上的总效应图8。在考虑了

政策组合效应后，本文的实证结果仍表明，经济体不应盲目追求较高的经济开放水平和金融开放水平，尤

其是不应过分追求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较高的金融开放水平将严重削弱双支柱政策的调控效应，并有可

能导致政策当局失去重要的宏观调控抓手。而在中低水平的金融开放下，双支柱政策要同时维护好经济稳

定和金融稳定仍有一定难度但存在一定的政策选择空间，通过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力度的合理搭

配，政策当局仍有可能同时实现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 

 
表 8 经济金融开放条件下，双支柱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考虑政策组合效应） 

 产出稳定 物价稳定 

 （1） （2） （3） （4） 

L.MP -0.0942*** -0.0522** -0.0192 -0.0049 

 (0.0259) (0.0213) (0.0185) (0.0119) 

L.MAP -0.0759** -0.0243 -0.0118** -0.0132* 

 (0.0310) (0.0225) (0.0058) (0.0069) 

L.Tr 0.0823**  0.0490*  

 (0.0399)  (0.0256)  

L.Tr* L.MP*L.MAP -0.0969**  -0.0237**  

 (0.0388)  (0.0106)  

L.Ka  -0.2141***  0.0036 

  (0.0730)  (0.0503) 

L. Ka * L.MP*L.MAP  0.0380*  -0.0198** 

  (0.0197)  (0.008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735 6735 7297 7297 

N_group 85 85 87 87 

AR(1)_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R(2)_p 0.1346 0.1013 0.4847 0.3682 

Hansen_p 0.1304 0.9227 0.4060 0.5333 

 

 
8 在计算总效应时，不显著的系数取值为 0。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取值范围根据数据的最值对称后得到。由于篇幅所

限，总效应图与对应分析未列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 9 经济金融开放条件下，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考虑政策组合效应） 

 信贷稳定 资产价格稳定 

 （1） （2） （3） （4） 

L.MP -0.0508** -0.0533* -0.3171*** -0.1297*** 

 (0.0213) (0.0276) (0.0681) (0.0295) 

L.MAP -0.0226** -0.0038 -0.0248* -0.0229*** 

 (0.0113) (0.0082) (0.0132) (0.0087) 

L.Tr 0.0021  0.0649  

 (0.0259)  (0.0524)  

L.Tr* L.MP*L.MAP 0.0301**  -0.0577**  

 (0.0134)  (0.0291)  

L.Ka  -0.0155  -0.1727 

  (0.0549)  (0.1083) 

L. Ka * L.MP*L.MAP  0.0185*  0.0217* 

  (0.0106)  (0.01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024 6024 4489 4489 

N_group 86 86 60 60 

AR(1)_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R(2)_p 0.8626 0.7851 0.7040 0.9747 

Hansen_p 0.7320 0.6824 0.2286 0.7617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全球 95 个主要国家（经济体）1990-2020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经济开放、金融

开放与双支柱政策的调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从主效应的角度，双支柱政策确实能够在产出稳

定、物价稳定、信贷稳定和资产价格稳定上发挥逆周期的调控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共同稳定；

另一方面，从调节效应的角度，随着经济和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双支柱政策的调控效应在不同条件下均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中低程度的开放水平下，双支柱政策通过适度的力度搭配

就能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共同稳定；而在较高的开放水平上，宏观审慎政策由于面临较强的负向调节效应，

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和金融开放程度的上升，宏观审慎政策可能需要相对更大的实施力度来实现金融稳定。

本文的分析结论不仅为理解双支柱政策在开放条件下的调控效应及其政策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一些基础

性的经验证据，同时启示我们：双支柱政策的实施力度和组合模式的选择需要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开

放程度予以结合考虑。 

基于本文结论，我们对应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启示：首先，注重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双支柱政

策之间的协调。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双支柱政策协调的最终目标都是经济稳定，这为三者间的协调提供

了重要基础，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加强资本管制来有效提升双支柱政策效力，也可以暂时容忍双支柱政策效

力降低来换取经济开放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其次，金融开放应追求高水平开放而非大规模开放。政策当局

应始终把握金融开放的重要前提是稳定的国内宏观环境，而金融开放的目的也是为了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这不仅意味着政策当局需要把握好外资进入中国的门槛和节奏，找出愿意长期参与并分享中国经济金

融发展成果的外资机构，还需要通过打造更加具有长期性的制度型开放来吸引积极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

场，从而在最大程度地利用金融开放好处的同时降低其不利影响。最后，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双支柱框架建

设，提升双支柱政策的调控效力。具体而言，提升双支柱政策的效果可以从提高主效应和弱化调节效应两

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政策当局应通过疏通双支柱政策的传导渠道和完善现有的制度体系，逐步提升双支

柱政策的主效应，从而有效扩充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双支柱政策之间的协调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开放

水平的提高，政策当局应考虑建立相应的风险监控体系，并积极扩充双支柱政策工具箱，根据可能的风险

传导机制来开发针对性的政策工具，从而有效识别与阻断风险传导的关键节点，提升政策的综合调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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